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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全球經濟快速發展，造成的環境危害，已引起各界關注，促使永續管理與發

展相關議題蔚為風潮。然而，鮮少研究關注於國軍部門的永續消費議題。但國軍也是

消費者，崇尚軍人武德，在高道德標準制約下的國軍能否展現可持續性消費行為呢?故

本研究爰引社會責任觀點發展出永續消費模型，闡述國軍利己價值觀及社會責任影響

成員綠色消費行為的機制。本研究透過 395 份有效樣本(87 組團隊)並運用價值、信

念、規範理論，以利己價值觀為自變數，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為中介變數，綠色購買行

為作為依變數，並以跨層次的環保意識作為調節變數，探討對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

色購買行為的關係，填補上述研究缺口。結果證實永續消費模型的推論，得知利己價

值觀是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重要的因素，顯示國軍成員對於推動社會責

任實踐具有積極顯著的感受，有助於政府未來政策推動，且研究發現利己價值觀有助

於親環境行為，拓展了綠色購買行為的研究貢獻，以達到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最終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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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environmental hazards caused 

by it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a trend.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issues in the military sector. This research draws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a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model, and expound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he Military egoistic valu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ffect the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members. Through 395 valid samples (87 groups of teams) and using value-belief-

norm theory, this study uses with egoistic value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s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ross-level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s to fills the above research gap.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inference of the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model, and learned that the 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goistic values and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s. It shows that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feelings about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will help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future policies. An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ilitary's environmental values are conducive to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 of green purchasing behaviors,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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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聯合國2015年通過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發布了「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poment Goals, SDGs），國家發展須兼顧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等三大面

向，實現繁榮、公平與環境永續目標 （United Nations, 2021）。各國相繼制訂因應政策

和激勵措施，鼓勵各界為實現永續目標做出貢獻（Bridges & Eubank, 2019）。各企業已將

永續發展目標納入企業發展策略 （Bridges & Eubank, 2019），其中企業社會責任推動成

為企業親環境行為之表徵。因此，企業興起一股企業社會責任浪潮，掀起一陣綠色經濟

風暴，成為企業競爭力重要的策略。然而，永續發展目標的推動，政府扮演著重要推手。

例如：環保署制定綠色採購與環保相關規範建構綠色採購制度，並定期辦理成效檢討，

其中比較近年度各公家機關綠色採購評比中發現，國防部推動綠色採購成效卓著，皆獲

得「優等」（洪哲政，2021）。由此得知，除了政府在推動永續發展，還有國軍所屬機構

能配合推動綠色採購措施。有趣的是，國軍官兵私領域是否能延續單位綠色採購模式，

落實親環境行為是個重要的議題。 

過往學者指出價值觀能夠用來預測親環境行為，並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性（De Groot 

& Steg, 2009 ; Naess, 1990）。它是一個重要且理想的跨情境指標，為一個人在其社會實

體中各項行為的指導原則（Schwartz, 1992）。價值觀可區分利己價值觀、利他價值觀與

生物圈價值觀（Stern, 2000），對親環境之信念、意圖與行為等變數，通常與利他價值觀

與生物圈價觀有正向關連，而與利己行為有負向關連（De Groot & Steg, 2008）。但其中

過往研究也認為利己價值觀的消費者對綠色購買意願與行為則有更大的影響力（Yadav, 

2016）。利己主義之消費者參與環保行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個人重視環境並希望保

護環境質量（De Groot & Steg, 2008）。Stern（2000）提出價值、信念、規範理論來發展

個人的親環境行為，與個人有關的規範為公領域的非行動主義行為與私領域的環保主義。

前者要求個人遵守政府的綠色環境保護政策，國軍官兵都有這樣的認知；後者要求個人

在非工作時間，持續展現親環境行為，而這需要倚賴個人與環境相關的價值觀與環保意

識。疏理過往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皆關注於組織成效議題，例如探討對管理

所有權與國際間差異等影響（Ongsakul et al.,2021; Chapple & Moon, 2005）、如何影響組

織成員親環境行爲（Shah et al., 2021）或員工企業社會責任知覺對組織公民行為與資源

回收（Paruzel et al., 2021; Cheema et al., 2020）等組織層面的「公領域」行為，另國軍社

會責任相關研究亦探討國軍社會責任對部屬工作敬業與留任意願之研究(李庭閣等，

2021)，鮮少研究關注於國軍受到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程度對於「私領域永續行為」的影

響，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成員親環境行為中的私領域綠色購買行為以填補這研究缺口。 

就現行組織架構而言，政府機關是國家政策的制定與推廣者，本就有營造社會良善

風氣之責任，並努力在經濟、法律、環境、道德與自發性責任等各個面向對各利害關係

人實施各項社會責任活動(Fox et al., 2002; Sangle, 2010; Dahlsrud, 2008)。由此得知，國

軍人員是廣義的公務員，國軍組織亦屬於政府公務部門中的一份子，平日為保護國土安

全不僅遂行戰訓整備任務，還透過各項社會責任活動以兼顧穩定國家與社會之責，如災

害來襲時依法投入兵力實施人道救援、積極採購環保文具用品落實環境保護、鼓勵官兵



 

 

自發性投入捐血等公益活動，均十分符合企業社會責任之意涵，企業社會責任屬於親環

境社會規範，故國軍社會責任亦屬於親環境的社會規範。然而，國軍組織如何讓國軍官

兵展現親環境行為。Stern（2000）假設個人以自己為考量的價值、信念與遵守的規範，

有助於個人展現親環境行為，而社會責任知覺讓成員遵守親環境行為規範。雖然個人私

領域是否購買環保產品大多是基於有利於自己的情況下購買的，但國軍官兵長期處於戰

備演訓任務為主軸的環境，不利於推行環保，現今又隨著環保意識的高漲，是否能讓利

己價值的官兵在私領域上持續成為永續消費推動者呢？故本研究採用價值、信念、規範

理論推論國軍官兵綠色購買行為之心理機制。經由探討國軍官兵知覺國軍社會責任的影

響，了解官兵如何在現今永續發展趨勢下，國軍永續經營下的利己價值觀，如何轉化為

知覺國軍社會責任，進而增加私領域綠色購買行為。 

有社會價值的組織會讓組織成員而到自豪(Ashforth & Mael, 1989; Dutton et al., 1994)，

並具有承擔責任的本質(Erkman & Sahinoglu, 2012)。Vallaster (2017)進一步指出具有社會

責任感的組織，員工會體會到高程度的環境意識氛圍，也展現親環境行為。相似的，國

軍官兵受到國軍組織的影響，執行各種國軍社會責任活動（例如救災、淨灘或資源回收…

等活動）時，會產生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並且察覺環境意識氛圍。另外，團體中的環保意

識屬於情境變量。依Corraliza and Berenguer（2000）的研究指出，個人心理變量和情境

變量的一致與否會影響環境行為的展現。所以，團體中環保意識（情境變量）與企業社

會責任知覺的程度（心理變量）的一致性會影響綠色行為的展現。後來研究也指出員工

企業社會責任知覺的程度通過環保意識的調節會對親環境行為產生積極影響（Cheema et 

al., 2020）。得知，環保意識具有調節變數的角色，環保意識亦指出個人的信念是基於關

注外在環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這就衍伸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每個組織團體不同程

度的環保意識氛圍中，官兵受到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影響進而展現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程

度是否也會有所不同?本研究提出一個理論模型來解決上述兩個研究問題。前者探討官

兵綠色購買行為之機制，其行為模式可以幫助管理者建立合適的規範與管理方式，以增

加私領域綠色購買行為。後者探討環保意識受到利己價值觀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影響，

其不同程度環保意識可能改變國軍官兵的行為機制。因此，本研究提出國軍社會責任知

覺的理論架構，分別探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所扮演的中介效果及環保意識的調節效果，

並提出理論貢獻與管理意涵。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2.1 價值、信念、規範理論 

Stern（1999 ; 2000）提出價值、信念、規範理論(value-belief-norm (VBN) theory)來

闡述個人的親環境行為模型，認為個人價值觀會透過個人內在的思想、經驗和感官體驗

形成一種心理習慣，發展個人的親環境行為規範。這些個人規範可以區分為4種形式，分

別是環境行動主義、公共領域的非行動主義行為、私人領域的環保主義、其他對環境具

有重要意義的行為，其中的差異在於個人會選擇不同的親環境行為。舉例來說：一個人

選擇環境保護的行為，可能是參加環境保護組織或參加遊行、支持或接受公共政策、購

買綠色產品或工作上選擇減少環境污染的方法。然而，不同身分的組織成員，工作上會



 

 

面臨不同的行為障礙，促使組織成員表現不同的行為決策。就國軍官兵而言，他們接受

政府政策的驅動，工作上的作為必須符合組織規範，這件事並無法依照個人意願產生改

變，值得注意的是國軍官兵在工作上表現出符合永續發展的目標，並非意味著在工作外

的行為亦會選擇環境保護的行為。本研究期望找出符合國軍官兵能夠認同且持續展現親

環境行為的信念，無論在工作表現或消費行為上，能夠維持對環境保護的態度。 

 

2.2 假設推論 

2.2.1 利己價值觀與綠色購買行為之關係 

個人價值觀是反映內心穩定傾向的信念，它將隨著環境與時間的改變，修正和指導

個人特定的信念、規範和態度（Feather, 1995; Rokeach, 1973）。進一步說，價值觀在個人

的整個生命階段都相對穩定，在文化適應和世代轉移等基本過程中逐漸形成（Dietz et al., 

2005 ; Inglehart, 1995）。Stern (2000)將價值觀區分為利己、利他與生物圈等3個面向。利

己價值觀是指個體關心可以從中獲得個人利益的環境，並反對他們認為會損害其個人利

益的親環境行為（Ignell et al., 2019）。利他價值觀是指個人會根據對他人的感知成本和

收益來決定是否採取有利於環境的行為（De Groot and Steg, 2009）。生物圈價值觀是指

個體關注自然環境的內在價值，並將對成本或收益進行相同的分析，將生態系統和生物

圈視為一個整體（Maricchiolo et al., 2021）。最近的研究指出，多維度的個人價值觀可能

造成潛在理論背景的誤解以及因變數遺漏衍生結果偏差(Kim, 2020）。 

過去文獻指出利己、利他與生物圈等價值觀，皆對綠色購買意願與行為具正向積極

的影響（Yadav, 2016 ; De Groot & Steg, 2008）或綠色購買行為具有正向積極之影響（Yadav, 

2016 ; Magnusson et al., 2003; Teng et al., 2013）研究結果亦支持利己、利他與生物圈等3

類親環境價值觀對綠色購買行為有正向積極之影響（Yadav, 2016 ; Magnusson et al., 2003 ; 

Teng et al., 2013）。例如，購買有機食品有助於個人身體健康，將引發其心中利己價值之

動機，而購買可回收再利用商品，降低環境污染與負荷，有利於他人與動、植物生態環

境，也會引發內心利他與生物圈價值之動機，故皆有助於個人綠色購買行為的表現。近

年來，學者認為具有利己主義價值的人會分析環境破壞可能對自己產生的影響，並且只

有在感知到維護環境破壞的好處時才會採取親環境行為（Maricchiolo et al., 2021）。但過

往研究也認為利己價值觀的消費者對綠色購買意願與行為則有更大的影響力（Yadav, 

2016）。且親環境行為實際上的確有助於利己動機的目標，例如獲得聲譽或地位（De 

Dominicis et al., 2017; Griskevicius et al., 2010），以及省錢或改善個人健康（De Dominicis 

et al., 2017; Gifford & Nilsson, 2014）。例如，購買有機食品有助於個人身體健康，將引發

其心中利己價值之動機。 

綜上所述，以價值、信念、規範理論而言，國軍官兵心中的利己價值觀，在感受到

國軍鼓吹環保之高道德標準規範下，認為自己同樣展現環保行為是符合組織期待之行為，

是有利於自己發展的行為，故會透過國軍社會責任之綠色規範進而對綠色購買行為產生

積極正向的影響，故提出下列假設： 

H1：利己價值觀對綠色購買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2.2.2 利己價值觀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之關係 

企業社會責任是永續發展議題的重要概念，許多研究用來探討對消費者的行為與態

度的影響(Wesselink et al., 2017 ; Blok et al., 2015)。然而，這個概念隨著不同的主體，已

經衍伸出不同類型的社會責任概念，例如：大學社會責任(Vasilescu et al., 2010)與醫院社

會責任(Rohini & Mahadevappa, 2010)。Carroll（1991）發表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模型，

其中提到企業社會責任包含了經濟、法律、道德和慈善責任等4個構面。經濟責任是指企

業承擔的責任，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培訓，提供高品質的商品和服務，以賺取利潤。

法律責任是指企業在法律規定的允許範圍內開展各種商務工作所承擔的責任。道德責任

是指企業遵守定義社會正確行為的道德規則的組織義務。慈善責任是指企業從事非強制

性、非法律要求且不符合道德意義上的業務相關活動的責任」（Lin et al., 2010; Maignan 

& Ferrell, 2000）。國軍是社會組成的主體之一，國軍不僅戮力平時的戰備整備任務，亦

遂行如同一般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利執行政府推行的永續發展目標，惟目前尚未有研究

探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議題。 

本研究提出國軍社會責任知覺（Perceived Milita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MSR）的概

念並定義為「能察覺國軍組織有責任在經濟、法律、道德與自發性等層面，施行各項政

策措施以滿足利害關係人（如全國人民、鄰里、公務機關與軍人）需求與期望之認同程

度」。例如：颱風與COVID-19等嚴重傳染性疾病等災害來襲時的救援問題，國軍迅速投

入兵力實施救災及環境消毒工作；環境污染嚴重的環境問題，國軍積極採購環保文具用

品以及節能減碳等作為以落實環境保護；社會資源缺乏的倫理問題，國軍自發性鼓勵官

兵投入捐血、海邊淨灘等社會公益活動。然而，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值得研究的原因是因

為官兵是國軍社會責任活動的實際執行者，更容易感受到國軍社會責任之實質作為，而

且社會責任系屬多維構念，不同官兵對國軍社會責任的看法可能存在分歧。過往研究指

出員工可能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照顧內部員工權益的道德責任（Mory et al., 2016）；而

另一些員工可能認為當企業已經履行了對外部利益相關者關注的企業慈善、環境保護相

應責任時，他們會發現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Chen et al. ,2008 ; Bauman & Skitka, 2012）。

這些不同的認知就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員工的工作態度和行為，因此，本研究基於企業

社會責任觀點，觀察國軍官兵對於社會責任知覺的行為與態度的影響。 

價值觀是人們內在動機結構，作為個人和團體的基礎，以促進人們的態度與行為

（Weng & de Run, 2013; Garriga & Melé, 2004）。González-Rodríguez et al.（2019）指出

個人價值觀為個人企業社會知覺的前因，更進一步的說，研究指出具自我提升價值的人，

也就是利己價值觀傾向的人，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和法律方面更感興趣（Alniacik et 

al., 2020）。由此得知利己價值觀與企業社會責任關係緊密連結，將具有積極的影響，例

如，個人會從有利於自己的觀點更容易感知到企業對員工的照顧等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以及具有環保概念企業帶來的正面形象會使員工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與助益，這些

都會提升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感知程度。而國軍同樣屬政府部門組織，軍人亦為廣義

的公務員，國軍組織架構與大企業同樣有類似的分工模式。故國軍人員利己價值觀同樣

有助於提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以價值、信念、規範理論的架構而言，官兵的利己價值觀，在國軍鼓吹環保之高道

德標準規範下，感受到國軍組織對環境保護重視的責任對自己是有益處的，且國軍社會

責任亦屬親環境社會規範，進而對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產生積極性影響，故提出下列假設：  

H2：利己價值觀對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具有正向影響。 

 

2.2.3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之中介效果 

Stern（2000）指出信念在利己價值觀與親環境行為之間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這個

信念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當個人知覺到環境典範時，會產生後果意識與自我責任歸因。

Dunlap et al.（2000）將環境典範定義為「關於人類有能力破壞自然平衡、人類社會存在

增長限制以及人類有權統治自然其他部分的信念」。這意味著高度重視自然環境的人會

去關注威脅這些外在的威脅，並且聚焦於個人選擇對自然環境有益的行為。 

當國軍官兵知覺環境的變化時，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會促使國軍官兵感到有義務去採

取環境保護的行動。這是一種個人特質，他會促使個人產生一種採取行動的意圖，認為

自己有責任為保護環境負責（De Groot and Steg , 2008），尤其在自然環境受到威脅時，

會展現出降低這種威脅的能力。廣泛地說，價值觀會形成個人特色，會察覺社會環境中

的威脅並且願意負起社會責任（González-Rodríguez et al., 2019; Siltaoja, 2006）。本研究

假設受到利己價值觀影響而產生信念的國軍官兵，會形成國軍社會責任知覺，進一步影

響親環境行為。過去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指出，當員工認為他們的企業參與環保計

畫時，員工將為環境展現更積極的行為（Raineri & Paillé, 2016）。其中，當組織成員擁

有企業社會責任知覺時，將對綠色購買行為產生積極影響（Ahmed et al., 2020; Su et al., 

2017）。Stern（2000）提出價值、信念、規範理論，認為利己價值觀可以透過新環境典

範、後果意識、責任歸因、親環境的個人規範等因素影響親環境行為，後續研究運用價

值、信念、規範理論並加入社會規範來擴展研究架構，發現社會規範對負責任環境行為

的確有顯著性影響（Ghazali et al., 2019）。故推論官兵的利己價值觀會感受到國軍社會責

任的發揚對自己本身的益處後，進而提升綠色購買行為以保護環境，例如，官兵於駕駛

戰車或使用武器裝備時，感受到武器對噪音、空氣等污染都對自身健康有害，進而認知

到國軍應該實施對環境保護的措施等社會責任活動來降低對環境的污染，為了自身健康

著想，進而於私領域中展現出綠色購買行為，以表現出對社會的義務感。綜上所述，國

軍官兵利己價值觀會透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去提升綠色購買行為，故提出下列假設： 

H3：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對利己價值觀與綠色購買行為間具有正向中介關係。 

 

2.2.4 環保意識之調節效果 

環保意識是個人對環境問題的各個方面及其嚴重性的關注或擔憂（Kim & Han, 

2010）。Kim and Chung (2011）認為環保意識屬於一種個人價值觀，反映了個人對環境危

害最小化的認知、價值判斷和信念。然而，國軍官兵身為國軍單位的一份子，工作上必

須要滿足上級的需求與期望，這是組織文化所制定的規範。Cheema et al., (2020）研究發

現企業社會責任知覺對親環境行為，會受到環保意識所干擾。當組織成員具有社會責任

知覺，將受周遭環境意識氛圍影響，環境氛圍程度高的員工會更頻繁地從事親環境行為



 

 

（Vallaster, 2017）。同理可證，當國軍官兵擁有國軍社會責任知覺時，環保意識程度高

者，具有積極的親環境行為。比如說：當官兵原本想買貂皮大衣或塑膠類等非環保商品，

其內心價值觀在感受到國軍對社會應盡之責任，又感受到團隊中倡導環保意識的驅使下，

較容易轉而購買環保產品，以符合其內心之價值觀。另外一個原因，軍人較少接觸外在

環境所倡導的環保意識教育，當政府將其制度化，會促使國軍官兵從社會責任活動中感

知到從事環保行為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表現（Smit, 2018），進而提升選購綠色商品的頻率

(Gatersleben et al., 2002; Dunlap et al., 2000)。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視為

影響綠色購買行為的重要前因，指出該結果可能受到環保意識影響，故本研究提出下列

假設： 

H4：環保意識會正向調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間的關係；意即，當個

人知覺到環境中較高的環保意識時，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間的正向關係會

增強。 

 

2.2.5 環保意識之調節式中介效果 

利己價值觀有利於推動親環境行為（Stern, 2000）。過去文獻指出利己價值觀的員工

被該組織期望去追求利組織行為的目標時，具有利己價值觀的員工會跟具有利他與生物

圈價值觀的員工一樣展現出利組織行為（Andersson et al., 2013）。然而，環保意識指出

個人的信念是基於關注外在環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一旦出現利己動機，個體仍會展

現親環境行為嗎?進一步說，個體會在不同情況下因應不同的價值觀而做出選擇與行動，

故相同的行為背後可能存在不同的動機。 

社會責任會建立一種企業文化，員工的價值觀和環境規範會逐漸發展並轉變為親環

境行為（Zientara & Zamojska, 2016）。在發展的過程中，員工的個人價值觀會提升其環

保意識水平程度（Cheema et al., 2020），且個人價值觀取向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知覺的

程度（González-Rodríguez et al., 2019; Dayananda et al., 2016; Siltaoja, 2006）。比如說：

利己主義的員工基於追求工作績效之目的而具有高程度的企業社會責任，進而展現維護

環境的行為。進一步說，不同程度的環保意識，亦可能加劇或減弱利己價值觀對於親環

境行為的效果。因為高環境意識會促使利己價值觀透過知覺企業社會責任後，更容易去

影響綠色購買行為的展現；反之在低環境意識的情況下，利己動機員工感知企業的社會

責任後，會因為感覺不到企業社會責任與環保行為之聯繫，進而弱化綠色購買行為。因

此，提出下列假設： 

H5：環保意識會正向調節利己價值觀透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進而影響綠色購買行為

的中介效果；意即，當團隊中較高的環保意識會對上述中介效果有強化作用。 

三、研究方法與施測程序 

3.1 研究樣本、架構及施測程序 

本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研究對象以國軍各部隊人員，以志願役軍官、士官、士兵以

及國軍聘僱人員做為問卷施測對象（採便利抽樣法，涵蓋陸、海、空三軍、憲兵、資通

電軍等單位），並為提升問卷樣本代表性，本研究問卷發放參考中華民國國軍（維基百



 

 

科，2022）各軍種兵力比例概況進行抽樣（陸軍51%、海軍21%、空軍17%、中央單位

13%），並採用「時間場域隔離法」設計（Podsakoff et al., 2003），區分三階段，每階段十

天並以紙本方式實施問卷發放，以避免共同方法變異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共計

發放515份問卷，回收495份，有效樣本395份，有效樣本回收率80%。 

 

 

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變數定義 

3.2.1 利己價值觀：  

量表參考 De Groot and Steg（2008），操作型定義為：「一個人內心可能基於自我

中心的環境保護價值觀，個體會在特定情況下在心中排序並啟動不同的環境價值觀，並

基於個人當下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做出選擇或行動。」 

 

3.2.2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量表參考 Maignan and Ferrell（2001）、李庭閣等人（2021），操作型定義為：「能

察覺國軍組織有責任在經濟、法律、道德與自發性等層面，施行各項政策措施以滿足利

害關係人（如全國人民、鄰里、公務機關與軍人）需求與期望之認同程度。」 

 

3.2.3 綠色購買行為： 

量表參考 Chang et al.（2020），操作型定義為：「基於環保、生態保護之原因，我

已經開始購買環保效能產品。」 

 

3.2.4 環保意識： 

量表參考 Han and Yoon（2015），操作型定義為：「個人感知團體中對各方面環境

危害及其嚴重性的關注或擔憂之氛圍。」 

 

 



 

 

四、研究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AVE均方根（如表1），其中團隊層級的環保意識聚合

（Aggregate）了同組別間的量表分數，其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1）為 .567，

顯示其組間差異不可忽略（Bliese, 2000）；ICC（2）為.856；rwg值介於 .720~ .990 ，顯

示其可靠度以及和其他群組平均數的差異與內部一致性均符合標準（James et al. 1993 ; 

George, 1990），另所有變數AVE均方根皆高於各變數相關係數，具有區別效度，各變數

間皆呈顯著正相關，初步與本研究推論方向一致獲得支持。 

 

表 1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與 Pearson’s 相關係數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團體層次 

1 環保意識 5.320 1.193 (.850)    

個體層次 

2 利己價值觀 3.417 .638 .265*** (.734)    

3 
國軍社會 

責任知覺 
3.514 .623 .599*** .338*** (.769)   

4 綠色購買行為 4.626 1.075 .477*** .428*** .477*** (.843)  

註:1.對角線()值為此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該值應大於非對角線之值，

n=395(87 組團隊)；2.***表示 p < .001。 

4.2 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λ 值、CR 及 AVE 指標，皆達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

標準（如表 2），由此，得知各變數間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表 2 各變數題項收斂效度指標 

變項名稱 題項 α λ 值 CR AVE 備考 

團隊層次 

環保意識 
1~4 .944 

.683- 

.948 
.911 .723 

Han & Yoon

（2015） 

個人層次 

利己價值觀 
1~5 .824 

.661- 

.761 
.854 .540 

De Groot & Steg 

（2008） 

國軍社會 

責任知覺 
1~8 .917 

.662- 

.868 
.920 .591 

Maignan ＆

Ferrell （2001） 

綠色購買 

行為 
1~4 .908 

.787- 

.891 
.907 .710 

Chang et al.

（2020） 

註:本研究彙整 

 

 



 

 

 

4.3 假設檢定 

本研究採用 M-PLUS 8.3 軟體進行假設驗證。從模式 2 分析得知（如表 3），利己

價值觀對於綠色購買行為具有正向的顯著效果（β =.469, p < .001），表示國軍官兵利己

價值觀對綠色購買行為具有正向積極的影響，故 H1 獲得支持；另外利己價值觀對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呈正向顯著關係（β =.208, p < .001），故 H2獲得支持。 

 

4.3.1 中介效果分析 

由表三得知利己價值觀對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具顯著正相關，其中 Model 2 發現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對於綠色購買行為呈正向的顯著關係（β = .539, p < .001），且國軍社會責

任知覺的中介效果呈正向的顯著關係（β= .110, p < .001），另因利己價值觀對綠色購行

為具顯著正相關，故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為完善中介驗證成果再透過

Sobel test 驗證中介效果，亦獲得到支持（Z=3.429, p< .001），故 H3獲得支持。 

 

表 3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表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 綠色購買行為 

Model 1 Model 2 
自變數   

利己價值觀 
.208*** .469*** 
（.044） （.081） 

中介變數   
國軍社會 
責任知覺 

 .539*** 
 （.106） 

調節變數 
環保意識 

 
.164*** 
（.081） 

交互作用 
國軍社會責任知
覺×環保意識 

 
.207*** 

（.095） 

R2 .830*** .743*** 
註 1：*表示 p< 0.05；***表示 p< 0.001，n = 395; 註 2：表中數字為非標準化 β 係數。 

 

4.3.2 調節效果分析 

由表 3Model 2 得知，環保意識對於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之關係具有

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果（β=.207, p < .05）。進一步透過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如圖 2），

得知相對於低環保意識而言，高環保意識會強化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間的

正向關係。此外透過簡單斜率檢驗（Aiken et al., 1991），亦發現在高環保意識的情境下，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綠色購買行為有顯著的正向關係（simple slope= .151, p < .001）；在

低環保意識的情境下，與綠色購買行為則是正向但呈現不顯著關係（simple slope= .067, 

p < .01）。另透過兩條預測線的差異比較，可以發現具有顯著的差異（slope different= .082, 

p < .05）。故 H4獲得支持。 

 



 

 

 

圖 2 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 

 

4.3.3 調節式中介效果分析 

首先，如上揭表 3 所示利己價值觀對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為具顯著正向影響效果（β 

= .208, p < .001），如 Model 1；其次，國軍社會責任知覺與環保意識的交互作用對綠色

購買行為具有正向顯著效果（β= .207, p < .05），如 Model 2。最後，本研究依據學者建

議，測試環保意識對中介路徑的調節效果進行檢測（Sardeshmukh & Vandenberg, 2016），

分析結果就利己價值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綠色購買行為路徑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而

言，其調節式中介指標的信賴區間不包含 0（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 = .042, CI = 

[.004, .093] ），顯示環保意識對利己價值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綠色購買行為路徑之調

節式中介效果達到顯著水準。而且，利己價值觀對綠色購買行為的間接效果在高環保意

識時達到顯著水準（Indirect effect. = .075, CI = [.024, .146] ），在低環保意識時間接效

果不顯著（Indirect effect. =-.008, CI = [-.065, .042] ），且高低兩群第二階段差異達統計

上顯著（effect diff. = .408, CI = [.043, .801] ）間接效果差異亦達顯著水準（Indirect effect 

diff. = .082, CI = [.008, .183] ）。整體而言，顯示利己價值觀透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對綠

色購買行為的間接影響效果在高度環保意識時才能得以顯現，故支持 H5。 

最後，為了更進一步瞭解調節式中介互涉效果的影響趨勢，本研究參考 Wayne et al.

（2017）的方法，以環保意識加減二個標準差的平均數作為高低群的分組，並將相關變

數之關係以蒙地卡羅法模擬 50000 個樣本以檢測其間接效果之信賴區間，並繪製交互作

用圖（如圖 3）以作說明。由圖 3 發現，團體中低環保意識會弱化利己價值觀透過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對綠色購買行為的中介效果，且環保意識在高於平均值-1.12 個標準差以

上時，中介效果才會顯著；而團體中高環保意識的狀況下，會強化利己價值觀透過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對綠色購買行為的中介效果，此結果與本研究預期一致。 

 



 

 

 

圖 3 調節式中介效果交互作用圖 

 

4.3.4 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有假設皆成立，路徑效果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4 路徑效果分析表 

路徑 係數 標準誤 
95%信賴區間 

假設 
Lower Upper 

直接效果路徑 
利己價值觀→綠色購買行為（H1） .469*** .081 .311 .626 成立 
利己價值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H2） .208*** .044 .122 .293 成立 

間接效果路徑 
利己價值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綠色  
購買行為（H3） 

.110*** .033 .054 .179 成立 

調節效果路徑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環保意識→綠色 
  購買行為（H4） 

.207*** .095 .022 .398 成立 

調節式中介效果路徑 
  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環保意識→國軍 
  社會責任知覺的中介效果（H5） 

.042*** .022 .004 .093 成立 

備考：1.所有路徑均已將性別、年齡、環境知識等控制變數導入模式加以控制；2.係數值均為非標準化
係數，且由 M-plus 進行一次性估計；3.*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0.001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意涵 

本研究為了瞭解國軍官兵是否在永續發展政策下，利己價值觀、認知與私領域行為

是否能夠維持一致，藉由價值、信念、規範理論來檢驗國軍官兵的行為模式與外在環境

的影響。本研究在此背景下，進一步剖析國軍官兵面對的環保意識對於其綠色購買行為

機制的差異。研究有 3 個主要的成果，第一是利己價值觀對綠色購買行為的中介效果成

立，這驗證了國軍官兵私領域永續消費的心理機制。第二，環保意識的調節效果成立，

這顯示國軍官兵的知覺會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第三，環保意識的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這意味著國軍官兵利己價值觀感受國軍社會責任後之關係會受到環保意識影響，進而改

變綠色購買行為。研究結果呼應了價值、信念、規範理論之延伸研究在價值觀與社會規

範所帶來後續正向的親環境行為（Ghazali et al., 2019; Stern, 2000），顯示社會責任知覺

愈高時，將延伸至員工私領域的綠色購買行為表現也愈積極。因此，個人價值與環保意

識氛圍應發展為環境社會責任相關政策目標，官兵對於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之程度，亦為

提升官兵負責任消費行為的重要關鍵。 

5.1 理論意涵 

本研究結果針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推動相關學術研究，具有以下的理論貢獻：(1)

擴大價值觀研究領域，建立國軍綠色消費心理機制。疏理過往價值觀相關文獻，發現皆

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主（Kis et al., 2020; Ignell et al., 2019; Katz-Gerro et al., 2017; Corraliza 

& Berenguer, 2000），故本研究以國軍為研究對象，擴大價值觀之研究領域。研究結果

表明，國軍官兵居家生活私領域時將受到利己價值觀、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以及環保意識

氛圍影響，驗證本研究國軍居家生活私領域綠色購買行為之心理機制，與 Stern（2000）

提出之價值、信念、規範理論觀點一致，利己價值觀會影響私領域的綠色行為。(2)填補

中介變數缺口，擴展微觀研究貢獻。先前企業社會責任知覺研究大多關注於對員工工作

投入、組織認同、組織公民行為等組織公領域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剖析探討國軍官兵

居家生活綠色購買行為填補這研究缺口。疏理過往文獻發現個體差異將會影響員工對企

業社會責任的投入，例如價值觀（Bansal, 2003; Hemingway, 2005）、年齡（Wiernik et al., 

2013）、個性特徵（Mudrack, 2007）、和性別（Brammer et al., 2007），其中對企業社會

責任知覺的程度也會影響組織員工的永續購物行為（Wesselink et al., 2017; Blok et al., 

2015），由此得知，企業社會責任皆以前因或結果變數為主，鮮少由中介變數觀點綜合

探討它與前因及後果變項的關係。故本研究以中介變數觀點探討國軍社會責任知覺填補

這研究缺口，剖析企業社會責任微觀面的影響。(3)拓展社會規範貢獻，提升理論層次維

度。過往許多研究使用價值、信念、規範理論來預測負責任環境行為，但鮮少研究提出

社會規範也是這種行為的重要前因（Choi et al., 2015）。本研究參考價值、信念、規範

理論並加入國軍社會責任知覺來擴展研究架構，發現價值觀能透過社會規範對綠色購買

行為的確有顯著性影響，研究結果回應了學者 Stern（2000）之理論研究，並且增加了團

隊中的環保意識為情境變數，研究結果也顯示環保意識對綠色購買行為的心理機制具備

跨層次的調節式中介效果，跨層次研究填補探討個體層次個人心理變量之價值、信念、

規範理論，為環境行為研究領域做出了理論貢獻。 



 

 

5.2 實務管理意涵 

如何推動永續發展目標，成為政府與各界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本研究提出整體層

次之管理意涵：首先，在政府層面，增強環境意識氛圍，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研究結果

顯示以作戰為主要任務的國軍皆能展現綠色購買行為，政府應複製國軍的綠色消費成功

經驗，欲提升個人私領域綠色購買行為不再只能從消費者視角著手，管理者也能透過員

工利己的社會責任知覺的角度去提升綠色購買行為，透過政策面鼓勵各企業加強組織中

的環境意識氛圍與企業社會責任知覺的程度，進而擴大永續消費影響範圍，提升全國人

民私領域的綠色購買行為。其次，在企業產業層面，拓展國軍領域綠色市場、創造企業

競爭優勢。表 1 顯示國軍人員環保意識與綠色購買行為的平均值為 5.3 及 4.6 皆高於平

均值（3.5），得知國軍是重視環保也是綠色消費族群。然而，市面上鮮少以國軍需求為

主軸的綠色商品，企業應重視國軍這個被忽略的綠色消費族群，投其所好，客製符合國

軍需求的綠色產品，提早進入藍海市場，以完善綠色消費與生產的供應鏈。最後，在國

防軍事層面，推動國軍社會責任報告書，厚植官兵社會責任知覺。本研究結果彰顯出官

兵綠色購買行為與國軍社會責任知覺的關係十分緊密，也彰顯出官兵知覺國軍社會責任

的重要性。各企業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為使利害關係人能知覺到企業的付出，皆發布其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以展現對社會責任的努力。故國軍管理者也應推動國軍社會責任報

告書，使官兵等利害關係人瞭解國軍對社會的付出與責任，進而強化國軍社會責任的效

能，並持續提升整體綠色消費行為。 

六、國防領域之應用 

本研究釐清了國軍綠色消費行為的心理機制。因此，部隊若能將國軍利己價值觀與

環保意識氛圍相結合，融入平日部隊教育訓練及各項行政庶務工作，方能使官兵容易感

知到國軍平日對社會的努力。另國軍在推動社會責任工作時，可參考企業責任作為的精

神，透過國軍社會責任報告書展現其成果，使官兵等利害關係人瞭解及認同國軍對社會

的貢獻與責任，進一步強化官兵個人的環保意識及綠色購買行為，共同為環境永續發展

持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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